
《红岩》催生长寿湖上
长篇小说《红岩》，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书籍，被称为共产党员最生动的教科书。自196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来，《红岩》已经印刷60多次，总发行量突破1000万册，已经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发行量最大的小说。
《红岩》先后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改编为电影、电视、话剧、戏剧、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更是家喻户晓。
在共和国的文学记忆中，《红岩》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大山。
也许是历史的机缘巧合，《红岩》与长寿湖结下了永远难以割断的缘分。
对于《红岩》小说而言，长寿湖既是催生地，又是创作地。
             漫长的《红岩》序曲
《红岩》署名作者为罗广斌、杨益言，还有一位参与创作的实际作者刘德彬。
《红岩》的创作，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酝酿过程。
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都是重庆解放前夕从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脱险的革命志士。重庆解放不久，他们都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负责对青少年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按照重庆市委的要求，他们三个人就开始共同编写关于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的历史材料，又共同成为在四川各地频频举办报告会的报告人，并逐渐形成一个以罗广斌为首的是三位一体的工作小组。 

1950年7月，重庆《大众文艺》发表了署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圣洁的血花———记97个永生的共产党员》。这是他们第一次以三人名义发表的作品，文章被《新华月报》全文转载。

1956年3月，刘少奇连续两次对文化领域发表谈话，专题谈到组织青年业余作家写作的问题，要求作家协会要帮助有革命经历的青年人写作，给他们创作时间。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得到了这个信息，希望能够拿出一个“大东西”来深度开发和利用他们的革命经历，从此，三个青年人鼓足了勇气开始进行一件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写小说。

1956年10月，三位从单位获得创作假的年轻人开赴重庆南温泉，集体创作长篇作品《锢禁的世界》。由于时间仓促，加上临时组建的写作小组带有局限性，写出的稿子不免松散、粗糙，互不相连的素材片段缺乏可读性。这部油印稿虽然很不成熟，但其中一些章节在报刊上的发表却扩大了他们的影响。

1958年2月，他们三人的短篇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第6期发表，引起社会上极大的反响。读者们纷纷来信要求内容再多一些，篇幅再长一些。于是，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又推出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增写稿《在烈火中永生》，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印数很快超过百万。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创作，在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同时，更引起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高度重视。

催生在长寿湖之夜
1958年10月，时任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朱语今，赴四川考察共青团工作，同时也给出版社组织稿件。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沙汀，向他推荐了反映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的长篇小说线索。
朱语今随即赶到重庆文联，拿到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创作的《锢禁的世界》油印稿，于是果断拍板，决定约请三位作者创作长篇小说。
    朱语今派随行人员向三位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当时是重庆团市委办公室主任，负责接待朱语今）提出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杨益言不敢答应，他说：“我们从来没写过小说，也没有这想法，这得和老罗、老刘他们商量。”

1957年12月底起，罗广斌和刘德彬已经开始到市委机关下放干部的劳动基地长寿湖农场劳动锻炼。知道这个情况后，朱语今一行在杨益言的陪同下，火速赶到了长寿湖。

傍晚，他们乘着一叶小舟泛游在平静的长寿湖上，头顶着当空一轮皓月，听罗广斌讲述他们写作的经过。原来，他们都是从中美合作所脱险的幸存者，总觉得有一种革命责任应该把他们所了解的一切写出来。但是谈到写长篇小说，他们还是望而却步，认为那是高不可攀的事。朱语今很动情地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团干部，天天动员团员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你们自己就不能带头实行？你们没写过小说，为什么就不能学着写？就不敢写？你们写小说，目的很明确，不为名，不为利，为了教育青年一代，为了完成烈士的嘱托，完成一个幸存者、一个革命者应尽的义务，把笔拿起来，不要犹豫了，写吧，一定要把书写好！”这似乎是团中央的领导对三个地方团干部下达的任务。

就在这个难忘的长寿湖之夜，在朱语今的热情鼓励下，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终于接受了创作《红岩》小说的任务，《红岩》的创作从此紧锣密鼓地展开。

创作劳动兼顾的罗文斌
朱语今从长寿湖回到重庆市，向分管团的工作的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肖泽宽作了汇报，肖泽宽立即向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李唐彬汇报。经过三位常委的认真研究，决定由罗广斌、杨益言两人完成长篇小说的创作任务，并指定由肖泽宽代表市委负责组织领导这项工作。

1959年2月，罗广斌、杨益言经重庆市委批准得到三个月的创作假。而刘德彬此时已被错划为右派，没有得到批准。

1959年1月以后，罗广斌从长寿湖渔场回到重庆，和杨益言一起开始创作工作。尽管罗广斌日夜忙于写作,但他还是尽量抽出时间关心和领导长寿湖渔场的工作，他经常往来于重庆与长寿之间，做到了创作与工作兼顾。

1959年4月，在罗广斌的直接支持下，长寿湖水产研究所从广州引进非洲鲫鱼。年底，罗广斌指示研究人员做好非洲鲫鱼的越冬试验，并经常深入一线了解进展情况，当试验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亲临现场鼓励大家：“科学实验可能失败，但不要怕，只要坚持，就能出成果。”最终，试验取得了成功。

尽管在写作过程中，罗广斌仍然担任着长寿湖渔场场长的领导职务，但罗文斌并没有因此而影响《红岩》的创作。

1959年秋天，罗广斌、杨益言写出了《禁锢的世界》的第二稿。

1960年夏天，罗广斌、杨益言到北京参观，在中国革命历史展览馆里，他们浏览了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全部电报手稿，猛然醒悟了他们的小说的症结所在：对解放战争的全局缺乏了解，小说没有和革命大形势结合起来。

1960年冬天，罗广斌和杨益言开始了紧张的再创作工作。罗广斌当时住在一间不过10 平方米的小屋里，没有火烤，食物不足，四壁透风。他常常只身一人呆在这间小屋里彻夜工作，每天惟一的晚餐就是一个馒头。罗广斌就靠着这个馒头拼到天亮。这个冬天，他开始急速消瘦，他们的小说却在飞速的进步。

1961年1月，罗广斌、杨益言把重新构思、修改过的《禁锢的世界》第三稿寄到了北京，随后最终确定小说定名为《红岩》。

1961年12月，《红岩》正式出版问世，受到全社会广泛而持久的欢迎。

《红岩》小说的创作，从长达近十年的酝酿，到不足三年时间创作完成正式出版，这次飞跃，是从长寿湖之夜那只小船上的决定开始的。这也许是长寿湖对《红岩》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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